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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自传：我和元明清
戏曲、诗词研究

岁月蹉跎，多年求学治学，踉踉跄跄，乏善可陈。

但回顾自己的体会和甘苦，庶几以后可以少走一点弯

路。

我是在员怨缘圆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的。员怨缘远
年毕业，留校工作。在学期间，詹安泰教授给我们讲授

诗词，董每戡教授讲授戏曲史，王季思教授讲授宋元词

曲。老师们的谆谆教诲，使我终生受益。从远园年代开
始，我在王季思老师身边学习、工作，我们一起整理校

注好几部戏曲。愿园年代中，又随他一起指导博士研究
生，他常向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传授治学经验，我叨陪座

中，同受教益。员怨愿缘年，我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
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；其后又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

小组成员；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。在

工作中有机会向平素仰慕的前辈学者和同辈中的佼佼者

请教，眼界大开，深感自身的浅薄。我又曾任中山大学

中文系主任，并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。十多

年的行政兼职，工作繁琐，影响了教学、科研，不过也

使我可以多方面接触实际，更多地理解社会和人生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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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提高科研的判断能力，注意不死钻牛角尖，也有一定

的帮助。

我是怎样走上治学之路的？说起来，也很简单。记

得在中学读书时，偶然在报章上发表了几篇散文、小

说，便做着长大了当作家的梦。投考大学中文系，就是

冲着“作家”两个字去的。谁知在 缘园年代，中文系学
生是不准有当作家的想法的，毕业后只能当教师和研究

人员。当时，我们都是些“驯服工具”，也真乖乖地收

拾起当作家的念头。由于在小时候祖父要我背诵唐诗宋

词，加上詹安泰、董每戡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动听，我的

兴趣便转移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方面。大学三年级时，

我撰写了学年论文《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》，不知深

浅地投寄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。过了两个月，收到编辑

部的来信，信上写着：“来稿字迹非常潦草，简直就像

天书，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，以后读书写字，都要

认真。”信末只署“编者”两字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信

是当时《文学遗产》主编、著名作家、学者陈翔鹤先生

写的。不久，论文发表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教育，从

此我就走上了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道路。陈先生对我

的批评、教诲，我也一直铭记在心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我用了较多时间研究元明清文学，

学习的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。远园年代初，王季思老师接
受教育部门的委托，编选全国教材《中国戏曲选》，他

让我和苏寰中同志具体负责，我们要反复校读剧本，弄

清版本源流，把费解的词语一一注释清楚。那一段，我

们天天到王老师家里“上班”，利用他的藏书以及他在

猿园年代即已搜集的两大箱词话资料卡片，逐字逐句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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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花了五六年工夫，才把硬骨头啃了下来。谁知正要

交付中华书局出版时，“文革”开始，造反派一把火把

这书稿烧掉。到“文革”以后，我们又用了三年多时

间，重新编写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这一段风风

雨雨，耗费了十年光景，但也使我磨炼了基本功。以

后，我经常和王季思老师合作，在他的指导下，继续出

版了《评注聊斋志异选》、《元杂剧选》、《全元戏曲》、

《四大名剧》、《李笠翁喜剧选》等书，我们的教研室成

了老中青三代团结奋进的集体。

校注古代文学作品，首先碰到的是定本的问题。一

般来说，整理古籍，特别是诗文，努力找寻古本、真

本，并以之作为校注的底本，那是十分必要的。但校注

古代戏曲，却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，不必过于拘泥。

我在校注明清时代的传奇、杂剧时，是力求寻出

真本、古本的。因为明清的传奇、杂剧，无论是曲文还

是科、白，均由作者一手写定。有些作家，还坚持演出

时必须用原本，像汤显祖便说：“《牡丹亭记》，要依我

原本，其吕家改的，切不可从，虽是增减一字，以便俗

唱，却与我原做的意趣，大不同了。” （《与宜伶罗章

二》）当然，若最早的版本不易寻得，也要尽力搜求那

些刻刊在与作家生活时代最为接近的本子。

但是，在校注元代杂剧时，就不能只从古本、真本

着眼了。因为，现存最早的元代剧本是《元刊三十种》，

而它的曲文虽算完整，说白却十分简略；故事情节和人

物性格，也只能大致揣度。如果把它作为整理元剧的底

本，只能让人看得糊里糊涂。其实，即以《元刊三十

种》而论，其中的二十九种，均标明“新编”或“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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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”字样。这说明它与最初的本子也并非一个样，否则

就无所谓“新”了。

《元刊三十种》曲白的情况，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即：

元代杂剧的曲文，由作家写定；而在演出时，说白由艺

人临时发挥。换句话说，元杂剧的剧本，应视为演员和

剧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。很可能是剧作家与演员在创作

前，首先对剧情进展取得共识，规定了情节框架，然

后，剧作家提供曲文，演员则根据临场情况和自己的理

解，加插科介说白，使之成为完整的作品。

元代杂剧创作主体的复合性以及演员第二度创作的

随机性，决定了它在流传过程中，文本必然会被加工、

改造。因此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元剧文本，尽管许多剧

目的剧情相同，但文字、细节会有较大的出入。

根据元代杂剧创作以及文本流传的特殊情况，我们

要整理出版时，只能选用明代刊刻的《元曲选》、《息

机子元人杂剧选》、《阳春奏》、《元明杂剧》、《古名家

杂剧》、《古杂剧》、《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》、《柳枝

集》、《酹江集》等合适的剧目为底本。至于怎样才算

合适，校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，择善而从。例如我

们在编校《全元戏曲》时，认为臧晋叔的《元曲选》，

无论在剧目数量、整理质量以及对文坛影响等方面，均

居于诸本之首，因此，便以《元曲选》所辑的本子为底

本，至于一些没有被它辑选的戏，则以其他文本补充。

整理元代杂剧，底本择善而从的原则，我认为甚至

可以适用于整理古代的通俗文学，像一些元明清小说，

在流传过程中，不断被刊刻者按其审美标准增删，各有

其存在的价值，今天，我们在整理时，对其底本的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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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根据需要而定。以整理《水浒》而论，既可以选用

杨见定、袁无涯刊刻的一百二十回本，也可以选用容与

堂刊刻的一百回本，还可以选用金圣叹删改过的七十回

本，没有必要唯真唯古，排斥其他。

在校注戏曲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作为研究工作者，

不单要把词语注释清楚，还要通过对微观的考察，扩展

到对戏曲体制、形态的探索。否则，注释工作只能停留

在表层，或者隔靴搔痒，意义不大。

当我注释元代杂剧时，首先碰到的问题是：元剧何

以被称为“杂剧”？经过爬梳资料，我发觉这一个看似

不起眼的词条，其实包藏广阔的研究天地。

按照王国维的说法：自元剧始，“而后我国之真戏

曲出焉”（《宋元戏曲史》第八章《元杂剧的渊源》）。

从现存元剧文本看，它们情节连贯，结构完整，确属纯

粹的“真戏曲”，怎能称之为“杂”？董每戡老师也在

他的《说剧》中提出疑问，他说两宋时代演出的杂剧，

包括口技、杂耍、说唱之类，称之为“杂”，那是名符

其实的，而元剧，则“一点儿也不杂，不知为什么沿袭

了这名称” （见《说剧》第员远苑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
员怨愿猿年出版）。
我想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从戏曲的体制入手。

当我把元代的杂剧与明清传奇的体制作了一番比较以

后，发现元剧的的确确是“杂”的。由于元剧只由正旦

或正末一人主唱，而主唱者又往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，

这一来，在每一套曲亦即每一折之间，起码存在着改换

装扮的问题，像关汉卿的《单刀会》，第二折正末扮司

马徽，第三折正末则扮关羽，角色由隐士变为武将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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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装怎么行？而改变穿戴扮相，是要花费时间的。于

是，折与折之间，便出现时间空隙。在元代，为了弥补

折与折之间的冷场，便以诸般伎艺、小品、杂耍补空，

据臧晋叔在改订《玉茗堂四种传奇》之《还魂记》眉

批上指出：“北剧每折间以爨弄、队舞、吹打，故旦末

当有余力。”可见，他在编纂《元曲选》时，是知道元

剧演出时有爨弄、队舞、吹打之类安插其中的，只是他

没有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伎艺记录在案，致使后人以为它

“一点儿也不杂”而已。据此，我又考察现存的元代杂

剧剧本，在一些剧目的折与折之间，发现了“爨弄、队

舞、吹打”的痕迹。于是把对一个词语的考证，扩展为

《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》的论文。

当我们明白了元剧文本虽然情节连贯，但演出时却

以伎艺性的部件，一而再再而三地隔断故事的进行时，

便可以理解元代戏剧的审美特征，确在于“杂”。在元

代，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主导地位，舞台上出现了故

事表演，这当然是戏曲史上的飞跃，而大量伎艺性杂耍

的存在，也表明了当时的观众，喜爱并习惯于观看伎艺

性节目。观众既需要从完整的故事情节中获得教益，也

需要从精湛的伎艺表演中获得愉悦；而教育与娱乐的双

重需求，在表演的层面上尚未统一、渗透，元代的戏剧

演出体制，便呈现为“杂”了。

在整理古代戏曲的时候，还碰到如何诠释角色名称

的问题。这问题也是看似简单，却与如何理解我国戏曲

的形成、源流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例如，在戏曲的角色中，有“旦”的名目，所谓

“旦”，就是女演员。但是，女演员何以被称为“旦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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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难以说清。过去有人说，“旦，?也”，?是母猴；又
有人说，戏剧用的都是反语，“妇宜夜”，夜是旦之反，

于是扮演女主角者就叫做旦。这类牵强迂腐的说法，自

不可取。

为了追寻元剧“旦”的来源，我翻查了唐宋文献，

发现以旦称演员的做法，早就出现过，像《玉壶野史》

提到，南唐韩熙载“畜声乐四十余人”，“与宾客生旦

杂处”。在《教坊记》开列的曲名中，有“木笪”一

项，许多学者认为“笪”与“旦”有关。“木笪”，又

有写作“莫靼”的。宋代则有写旦为“妲”或“?”。
总之，旦、笪、妲、靼、?，写法不同，所指则一。这
只能说明，唐宋之际人们以旦（凿倩灶）标音，确指某一
事物。而标音的词，往往是外来语。这类词语，若从字

形、字义加以诠释，反不着边际，言不及义。

从旦原属标音这一点出发，我把思路拓宽一些，想

到佛教和西域文化的传入。许地山先生早就注意到梵剧

对我国戏曲产生的催化作用。受到许先生的启发，我查

阅资料，发现宋金时代旦的职能和舞蹈、“引舞”有密

切联系，又据常任侠先生在《东方艺术丛谈》中说：唐

代有软舞和健舞，“健舞的名称，我曾在古梵文中找到

根源，梵文健舞的姿态，叫做 栽葬灶凿葬增葬鄄蕴葬噪泽葬灶葬皂”。梵
文的栽葬灶凿葬增葬，汉字译音是旦多婆或旦打华，其义指一
般舞蹈，但往往是带有强烈动作的舞蹈。“旦”音即是

字中的重要音节。再看中亚一带，舞蹈一词的发音，也

与梵文相近，像波斯语的 凿葬灶糟藻（舞蹈）、凿葬灶葬灶（表
演），土耳其语的 凿葬灶燥、凿葬灶泽藻贼皂藻噪（舞蹈），甚至英语
的凿葬灶糟藻（跳舞），同样以“旦”（凿倩灶）音作为音节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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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组成部分。考虑到古代印度文化对西域的影响，这

些中亚地区的词语，会是从梵音演化而成的。同样，在

我国，唐宋之际，梵语传入，人们也称舞者为旦，以后

沿用泛称女演员。正因如此，才会出现无法从语义的角

度对旦作出合理解释的现象。为此，我发表了《旦、末

和外来文化》的论文，希望通过对角色名称的解释，论

及戏曲的形成。

我认为“旦”是外来语，并非说我国戏曲也由印度

传入，而只说明丝绸之路开通以后，西域文化对中原地

区影响的深远。近年来，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者，在新

疆地区发现了回鹘文本《弥勒会见记》和吐火罗 粤文
本《弥勒会见记剧本》，该剧据公元猿世纪的梵文剧本
转写，是公元愿—怨世纪用古维吾尔语写成的长达二十
七幕的剧作。这个剧本的发现，清楚地表明了印度文化

从陆路东传的路线。当我国的新疆地区接受了梵剧，流

风所及，内地的歌舞剧借鉴了梵剧体制，吸收了旦、末

等外来语作为舞者歌者的角色名称，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
我从注释古代戏曲引发对旦、末称谓的探讨，旨在

说明戏曲源流多元性的一个方面，说明文化交流对戏曲

形成的影响，所论未敢必是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：当研究

某一问题时，不妨作散发性的思考，不要把眼光局限于

某种成说。只有如此，才会在摸索中前进。

关于对戏曲形态的探索，我还写过《元剧冲末、外

末辨析》、《从引戏到冲末》等论文，试图在微观考证

中把握戏曲的特色及其发展途径。当我自以为有所发现

时，“便欣然忘食”，大概这就是所谓做学问的乐趣。

研究戏曲作品的题旨、内涵，是从事教学和研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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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缺少的环节。这些年，我对戏曲史上许多重要的作

家作品，也写过多篇论文评述，深深感到，对作品能否

正确理解、分析，和自己的审美能力、理论修养、资料

掌握有直接的关联。而一个时期的风气和舆论导向，又

往往左右着认识和判断。因此，只有认真学习辩证唯物

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才有可能

披却中窍，避免主观武断的毛病。

在这方面，我是有过教训的。早在 缘园年代后期，
我研究洪昇的《长生殿》，写了题为《弛了朝纲，占了

情场》的论文，在学报上发表，论文肯定洪昇揭露了

杨、李的误国殃民，却否定剧本对杨、李爱情的描写。

在“左”风影响下，我用了许多笔墨批判洪昇对统治阶

级的美化。回想起来，当时的研究，不可谓不认真，但

无法解释何以长期以来群众对杨、李婚姻多抱同情的态

度，也没有触及洪昇的内心世界。到愿园年代初，我又
写了《论洪昇与长生殿》的论文，比较注意研究杨李之

间的矛盾，从杨玉环的“专宠”、“情深妒亦真”，看到

封建时代妇女对爱情专一的追求。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婚

姻关系发展的轨迹看，夫妇爱情专一是历史的必然要

求，是社会发展到男女平等这一阶段的果实。然而，杨

玉环处在一个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的时代，历史的必然

要求与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，产生了悲剧性的冲

突。我又考虑到杨、李的特殊地位，阐述了他们占了情

场弛了朝纲造成的后果，指出从“定情”到“埋玉”，

杨玉环逐步掌握住开启李隆基心房的钥匙，而这钥匙又

给她打开通向死亡的墓门。这样的分析，比缘园年代是
有所进步了。不过，我在充分肯定了《长生殿》上半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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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民主性内容的同时，又认为它的下半部写李、杨忏

悔，有凿空不实之嫌；而且戏剧冲突的主线没有发展，

剧本显得越写越瘟，给人以冗长拖沓之感。到了怨园年
代初，我又再一次审视《长生殿》，发现过去的认识不

妥，因为研究戏曲，应该注意这一体裁的审美特性。解

放以后，我们接受了苏、欧话剧理论的影响，注意捕捉

戏剧冲突和研究人物性格，成效是明显的，但未能解决

戏曲研究的全部问题。我国古代戏曲与诗歌创作联系密

切，而诗歌最重意境，戏曲作家也不可能不接受诗歌创

作思维模式的影响，经过考虑，我又发表了《长生殿的

意境》一文，注意从文化特色审视戏曲作品，发现《长

生殿》的后半部原来别有真谛，认识到作者写杨、李的

悔恨，是要使观众由此及彼，捉摸到世道浮沉、社会兴

替的轨迹，从更宽广的角度领悟人生境界。

真理是越探索越明晰的，我没有一锤定音的本事，

却懂得从事学术研究要勇于修正错误。我每一次修正对

《长生殿》的看法，都感到经过不断的追求探索，自己

的水平也不断有所提高。

研读戏曲作品，不同于研读其他种类的文学体裁。

董每戡老师告诉我：分析剧本时，心中要有舞台，眼前

要有动作，就是说，必须和演出连在一起。而要做到这

一点，就应该多看戏，多与演员在一起：观摩练功，甚

至参预排练。只有掌握了舞台实践的知识和规律，剧本

中的人物、情节，才会在研究者的眼前“立”起来，动

起来。我按照董老师的指点去做了，注意从舞台演出的

视角去看剧本，得到的感受也往往与阅读一般的叙事文

本不一样。在愿园年代初，我研究李笠翁的“十种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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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人们承认他是个杰出的戏剧理论家，但对其剧

作，一般持否定态度，认为他是“帮闲文人”，“十种

曲”则是胡闹无聊之作。其实，只要了解李笠翁写的是

喜剧，知道他追求的是“一夫不笑是吾忧”，对“十种

曲”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。喜剧的作者，往往追求夸

张与真实的统一，他可以把生活现象的某些方面，加以

放大，使之变形，从中凸现生活的真实。像李笠翁的代

表作《风筝误》，在其荒唐胡闹的情节后面，包藏着一

个颇为严肃的题旨。作者企图让观众在娱乐中看到社会

现实美丑不分、是非颠倒的可笑。当我注意到舞台演

出，对剧本可以作喜剧或者悲剧、正剧的不同处理时，

评价“十种曲”的标准就有所不同了。在《论李渔的

思想和剧作》、《〈风筝误〉的艺术特色琐谈》等论文

中，我给予李笠翁的剧作比较充分的肯定，并且提出作

家追求娱乐性，正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市民意识萌动的反

映。

从舞台演出的角度审视剧本，往往能够发现作者一

些微妙的艺术处理。像王实甫在《西厢记》中写张生跳

墙，这个细节，曾被明末的槃?硕人认为是个漏洞。当
代一些著名的戏剧家也认为“莺莺分明开门等待，为何

跳过墙去呢？这是几百年未解决的问题”。确实，跳墙

是一个很强烈的戏剧动作，如何理解它，关系到剧本艺

术性的评价。我在《张生为什么跳墙》的论文中，试图

从演出的角度把握作者的艺术构思，我发觉王实甫把董

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所设置的场景改变了。董《西

厢》写“迎风户半开”的门，是厢房里的门，张生是

要跳过墙，才能到达房门的。王实甫却把这门改为花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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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“角门”，写莺莺到花园里去会张生。当角门明明

半开着时，张生却扑地跳过墙来，把莺莺吓一大跳，这

就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。其实，莺莺让红娘递简，是约

张生从角门过来的。张生接到诗简时，也明明说：“‘迎

风户半开’，他开门待我”；可是，他又说：“‘隔墙花

影动，疑是玉人来’，看我跳过墙来。”这“跳”字是

怎么生出来的呢？诗句中根本没有着他跳的意思，可

见，张生解错了诗。这也难怪，张生原以为爱情已经绝

望，万分苦恼，忽然接到诗简，大喜过望时头脑发昏，

便连最明白的诗也解错了。关于张生解错了诗这一点，

王实甫是处处关照着的，他让张生经常拍着胸膛说“我

是个猜诗谜的社家”，后来事情弄僵，红娘也嘲笑他

“猜诗谜的社家，?拍了迎风户半开”。在《闹简》、
《赖简》两折，“猜诗谜”的意思反复出现六次之多。

看来，王实甫一直在提醒演员和观众的注意。他正是要

通过张生解错了诗所产生的喜剧性误会，表明这聪明一

世的才子，在狂热的追求中成了懵懂一时的傻角。我

想，如果我们在研究剧本时，看到剧作者在科介处理和

舞台调度上的苦心，就可以帮助读者、观众对戏剧艺术

有更细致的理解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则有赖于研究者熟悉

舞台，熟悉表演的实际。

文学作品，包括戏曲作品，本来是活生生的，有血

有肉的。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应是一把解剖刀。我不同意

这种见解，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把评论家和研究者误解为

法医，以为他们的工作就像冷冰冰地解剖冰冷的尸体。

我主张人文学科的学者，在研究中把自己的审美感受传

达出来。当然，感受会因人而异，也未必准确，但总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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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和艺术修养，否

则，文学研究便味同嚼蜡，失去了学术的个性。

元明清三代的抒情诗作，包括诗词和散曲，总体的

成就自然比不上叙事文体，但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，这

三代也有自己的特色，不应受到忽视。特别在清初，诗

词创作还出现了新的高潮，某些方面甚至直追唐宋。对

此，我在怨园年代初，陆陆续续作些探索，发表过《元
明词三百首》、《纳兰性德和他的词》、《元明清散曲精

选》等著作以及《论辽金元三代诗坛》、 《元明词平

议》、《论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》、《朱彝尊、陈维崧词

风的比较》等论文，算是治戏曲之余的收获。

元明清三代诗词、散曲，数量繁多。仅以元诗而

言，现存三万多首，清人所编《元诗选》及其续篇，即

选入两千六百多位诗人作品。如果要把这三代诗词全面

推介，是我力所不逮的。不过，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三代

诗风的特点，让人们了解诗坛的新风气。

以下的几个问题，今后我准备还作进一步的探索。

第一，研究少数民族出身的诗人对祖国文坛的贡

献。金元以来，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也带进了一股清

新的诗风，一些少数民族诗人，或是将门子弟，从小习

武；或是鞍前马后，参预戎机。进入中原以后，刚健的

气质仍未改变，发而为诗，便呈现出与汉族诗人明显不

同的格调。另一方面，汉族传统的观念与温柔敦厚的诗

教，对他们的影响束缚，毕竟与一般汉族士子不同。因

此，他们写出的贯注着阳刚之气的诗歌，倒在一定程度

上冲淡了诗坛的甜腻。像金元时代出身于拓跋氏的元好

问，其后契丹族的耶律铸、耶律楚材，蒙古族的萨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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剌，朝鲜族的李齐贤，维吾尔族的司马昂夫等等，其作

品的意象，为祖国诗坛增添了前所不具的韵致。过去，

我们对不同民族诗风交融和文化聚合的研究，虽有注

意，仍感不足。

第二，研究封建时代后期异端思想对诗坛的冲击。

明代中叶以后，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下，异端思想的潜流

一直在诗坛下滚动。即使是那些以恪守儒家道统自命的

人物，心态也不无变化。像李梦阳的诗作《沐浴子》，

赫然写着“玉盘两鸳鸯，拍拍弄兰汤；振衣馨香发，弹

冠有辉光”。他竟以浴盘上的风光入诗，不是颇似《金

瓶梅》“兰汤邀午战”之类描写么？在这里，我们分明

可以看到异端思想在道貌岸然的作者心中躁动的状态。

与此相联系，疑古之风也吹拂着诗坛，不少诗人词人怀

疑正统历史的判断，甚至把矛头指向不容置疑的帝王。

有些词作，则追求人性的张扬，追求表现事物的本性，

像屠隆写西湖景色，以隐于荷花和仕女的怀抱中为乐，

毫不掩饰地表现文人的风流放浪。这种种新的题旨和情

趣，都显示出异端思想对诗坛的影响。我想，在下一步

的研究中，这些是很值得注意的论题。

第三，研究诗词审美观念的新变化。诗词创作，包

括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方面。在我国雅文学的范围中，

写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，山水、花鸟、鱼

虫，送别、遣兴、怀古，是诗人墨客们代代相传的话

题。但怎样写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以与诗坛关系密切的

画坛而言，入元以来，崇尚写意，到清初，石涛更强调

以画写心，稍后又出现了行为放诞以“大写意”为能事

的扬州八怪。八大、八怪把民族、社会和个人的种种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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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，通过表现强烈的个性在草纸上宣泄，带有明显的时

代特色，它使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念日益动摇，市民阶层

日益重视个性在文艺上的反映。元明清诗坛审美观念的

发展，在许多方面与画坛相互吻合。元代杨维祯好些汪

洋恣肆的诗作，与画坛写心的旨趣同出一辙。清初陈维

崧的词作，竟也像“大写意”一样，“不可以常律拘”。

他经常突破词律，随意所之，以怪、幽、黑、破为美。

他喜欢捕捉“历乱烟村”、“断壁崩崖”、“狂涛”、“残

碑”等形象，喜欢使用“吼”、“裂”、“啮”、“颠踬”

之类的动词，甚至以古冢为题材，像扬州画派那样以破

笔焦墨，挥洒皴劈，给人以强烈的刺激。像这种以不和

谐为美、以残缺为美的观念的出现，具有深刻的意义，

它表现了元明清诗词的一个侧面，值得深入探讨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研读元明清戏曲、诗词的机会

较多，也经常碰到难题。有些问题试图解决，更多的还

留待以后努力，写上以上点滴的体会，只作为纪录自己

在治学过程中蹒跚的脚印。

员怨怨愿年远月于中山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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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圆园园源年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

会科学的意见》，省委、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，随后发

出《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》。这两

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，开启了哲学社

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。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

的一项重大举措，圆园园缘年怨月员怨日，省委、省政府在

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，隆重颁

布奖励员怨怨圆原圆园园猿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

奖和圆园园源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。以省政府的

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，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

一次。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“特别学术成就

奖”，员愿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

荣，他们是：张磊、曾牧野、张江明、王琢、梁钊、夏

书章、陈锡祺、蒋相泽、吴宏聪、端木正、李锦全、高

齐云、黄天骥、黄德鸿、赵元浩、曾近义、汤在新、桂

诗春。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、成果卓著，在各自专

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、领军人物，在国内外有较大的

影响。得到这样的荣誉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。

就在这次会后不久，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

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，决定编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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